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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钟慈与中国计算数学发展的因果关联 

■杨虚杰 

  石钟慈院士很不容易才腾出两个小时时间接受采访，但是，这两个小时，与其说是对石

钟慈院士的专访倒不如说是石院士为我展现了中国计算数学从创建到现在 50 余年的发展历

程。如数家珍般的，每一个话题后面都有生动可感的人和事。从 1956 年我国十二年科学规

划，将计算技术作为重点发展的学科之一 

 

，到今天的机构变迁，人事交替，参与其中的石先生既是见证人，又是参与者。他经历的很

多事件，在中国计算数学发展历史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奠定了今天的发展基础。正如历

史学家所说：历史，是过往的人与事的经历和掌故。中国计算数学 50 余年发展的枝节与片

段是石先生科研人生的“因”，也是他今天成就的“果”，他与它互相牵绊与关联。近两三年

石先生在全国各高校院所多次做关于中国计算数学 50 年的报告，也是非常自然的了。石先

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陈建功先生指导他大学毕业论文；华罗庚先生的半个弟子；冯康先生

的接班人；做过科大少年班的顾问；当过科大数学系的主任。从石先生位于中关村的中国科

学院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究所办公室走出来的时候，正是午饭时间，很多年轻的科研

人员走在路上，构成一道风景线，远处就是醒目的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气派的现代建筑。

从 1955 年石先生大学毕业，被华罗庚先生“安排”做计算数学研究开始，已经半个多世纪

过去了，几经周折与变迁，然虽物“非”，而人犹“是”。中国的计算数学从无到有，从弱到

强，作为这一事业的参与者与见证人，石先生的心中会是一番什么感慨呢？ 

 

 

石钟慈 

 

  中国计算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浙江宁波人。1955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中国科学院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

究所研究员，曾任国家攀登项目“大规模科学与工程计算”首席科学家。20 世纪 50 年代末，

建立了一种将变分原理和摄动理论相结合的新算法并算出氦原子最低能态的良好近似值；研

究了矩阵特征值的定位问题，得到精度很高的上下界估计公式。70 年代中期以来，从事有

限元的理论研究和应用，首创的样条有限元被广泛应用于实际计算并引发了大量后继工作；

研究非协调元的收敛性，证明国际上流行的一种检验方法既非必要也不充分，并提出新的判

别准则；发现非协调元的一系列奇特的错向收敛性质，从理论上证实了早期工程计算中观察

到的现象；分析并证明多种在应用上极有价值的非协调元的收敛性，奠定了它们的理论基础。

上世纪 90年代开始从事区域分解和多重网格法的研究，获得许多很好的结果。90年代后期，

研究弹性力学中闭锁问题的有限元方法，成绩显著，居于国际前列。 

 

大学之前： 

 

数学并非唯一选择 

 

  1951 年，石钟慈从家乡宁波考上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数学系。但是，在那时，数学并

非他的唯一选择，他同时对其他学科比如文学艺术以及历史等感兴趣，他的第二志愿居然是



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系。我们不得不承认聪明是一个数学家必须的禀赋，虽然我们在探讨这

个问题时，石先生也强调努力和机遇同样不可缺少。石先生的家在宁波乡下农村，母亲不识

字，父亲只有小学程度，家境不好，以至于他小学毕业后没有钱继续读市里的初中，差点失

学。幸亏此时抗日战争结束，一些有钱的士绅乡亲捐资办了一所乡村初级中学，石钟慈才在

小学多呆了半年后上了初中。两年半以后，他考高中，家境使他只能选择免学费的公立学校

就读。结果他以同等学历（别人的初中读三年，他只读了两年半），考上极其难考的省立宁

波中学。他所在的初中只有三、四个人考上这所学校。那个年代，在石先生家乡，如果不继

续读书了，孩子通常会被父母送到上海当学徒，为经商就业做准备。倘若不是石先生聪明，

读书不费劲，可能已被父母送去做学徒了。“父母亲只要我今后有出息，有好的工作，能够

维持家庭。”关于石先生的聪明，有两个“证据”。首先是石先生的头比较大，他从小的绰号

就是“大头”，“我的帽子不断地换，很快就戴不了，到 50-60 年代，我的帽子就很难买了。”

石先生笑着说。其次，石先生有两个表姐，都是小学教员，她们认为石先生有天分，有发展

前途，也极力说服石先生父母让其继续求学。 

 

  虽然高中阶段极其艰苦、极其危险，学生们住在庙里，与和尚们同吃同住。但是，老师

们的严格要求给石先生留下深刻印象。此时有两件事值得一说：正上高中的石钟慈被那时宁

波中学图书馆里的一套“万有文库”深深吸引了。《万有文库》堪称是 20 世纪上半叶最有影

响的大型现代丛书，共有 1721 种、4000 册。这部旷世之作的目的是使得任何一个个人或者

家庭乃至新建的图书馆，都可以通过最经济、最系统的方式，方便地建立其基本收藏，被称

赞为“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不是子弹”。也正是因此，在战火纷飞的时候，这套书对

于开拓石先生视野，培养多方面兴趣以及增长课外知识，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不仅阅读自然

科学内容，对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的兴趣也是此时通过阅读培养起来的。他还读了许多

关于音乐方面的书以及音乐家传记，由此，他迷恋上音乐。他高考的第二志愿就是中央音乐

学院学习作曲。音乐后来发展成为石先生的“第二最爱”。 

 

  让石先生对数学产生兴趣也是在高中的时候。高中时的数学老师翁贤滨，是一位能够传

授数学魅力的好老师，一个证明就是除石先生外，班上另有两名同学也选择了数学。“解放

初期，大家都认为学数学没有什么用，毕业以后还不好找工作。当时大家都要去做工程师和

医生，因此学工科和医科的人比较多。”石先生说，“但是我当时对工科没有太大兴趣，就是

想去学数学，一方面是翁老师的影响，一方面受万有文库书籍的影响，认为数学本身是一门

很好的学科，除了它本身很美妙以外，对物理等学科有很多用处。”1951 年，石先生实现自

己的第一志愿考上浙江大学数学系，一年以后随着全国院校调整来到复旦大学数学系，从此

开始了自己的数学人生。后来，石先生曾多次说过，“数学家不应是只懂数学的专家，广博

的知识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补充。”石先生认为，自己在数学领域取得的成就，与广泛的爱

好密不可分，艺术和音乐的灵感也会在某些时候给自己一些启发。搞自然科学，学好文史知

识很重要，如果将自己限于专业领域就太短视了，发展就没有后劲，想成为某一方面的大师

就更难了。2008 年 10 月份，在中国召开的某次国际数学会议上，主办方请与会代表去国家

大剧院欣赏挪威无声电影《哈当格尔的婚礼》音乐会，石先生不仅去过故事发生的挪威小城，

而且对音乐故事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让同行们很惊讶。对于这一延续 50 年的爱好，石先

生自信地说“有很多了解”。他最喜欢欧洲古典音乐，20 世纪 80 年代初去德国学习时，不

仅走遍了音乐中的“欧洲”，而且，回来时所有的钱都买成了唱片或者听唱片的装备。“我总

认为，音乐和数学在结构上有某些类似的地方。”其中他又最喜欢莫扎特和柴可夫斯基的作

品，也喜欢肖邦和格里格。音乐能给紧张、困顿的神经带来安静、从容与丰富的思考意境和

想象空间，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曾说，科学家和音乐家都是伟大的诗人。我提倡不论学什么专



业，都应该培养对音乐的爱好。在石先生所写的科普书《第三种科学方法》中，除了流畅生

动的语言，处处是用音乐作生动的比喻，比如：软件的核心就是算法，算法犹如乐谱，软件

犹如音乐盘片，而硬件如同 CD 唱机。 

 

  石先生说，中学时代，他在班上并不是最聪明的，虽然考试总是能够排在前几名，但并

不总是第一名。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先生一次到中国科技大学做报告时说，“不要总是考第一，

第二第三比较好，既可以往上冲，又可以保持相对独立”。石先生说，这正是他的情形，他

很小的时候就有类似的体会，使他在学习中既不感到很大压力，又很愉快。他同时说，小孩

不能够只是读书，一定要让他多接触生活。所以，一颗聪明的读书种子，撒在好学校这块土

壤里，更应有好教师的灌溉，在父母吃苦耐劳精神熏陶下，顺理成章能成长，终成国家的栋

材。石先生在一次接受记者访谈时说过：如果没有早期对数学近乎痴迷的兴趣，没能幸运地

邂逅引导我感受数学之美的好老师，我或许会走上另一条人生道路，比如报考能够尽早脱贫、

更有前途和社会地位的专业，或者会像大多数宁波人那样闯荡江湖，到上海甚至海外学做生

意、挣大钱。 

 

起点： 

 

华罗庚先生引路 

 

  石先生说，上大学后才知道，他们那时考大学其实很容易，尤其是数学系，很少有人报

考，用现在的话说门槛不高，不过把浙大数学系读下来可不容易。那时数学有“南浙大、北

清华”之说，浙大的数学系有陈建功、苏步青、徐瑞云等元老名师。一年级时徐先生教微积

分。她要求学生们无论如何要把微积分学好，规定 70 分才算及格。的确，大家都很努力，

打下了坚实、牢固的基础。1952 年秋天，随着全国院校调整，石先生来到复旦大学读二年

级。这里结集了华东地区最好的数学师资力量，比如从同济大学调来的杨振宁先生的父亲杨

武之老先生还给他们讲过一年的高等代数。1955 年，石先生在陈建功先生指导下完成了单

叶函数论的大学毕业论文，这是一篇相当出色的论文。为此，当年的解放日报还发表了新华

社文章，称赞石先生论文的创新性，这在 1949 年解放后的大学生中还是不多见的，后来该

论文在《数学进展》上发表。大学毕业后，石先生非常高兴，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工

作。这可是中国许多杰出数学家如华罗庚、吴文俊、关肇直等名师的集中地啊。到这里后，

他才知道不能再继续他的函数论研究了，而要进入当时谁都不知晓的专业——计算数学。 

 

  事情是这样的：到了 1955 年，新中国已从整顿进入到发展阶段。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

制定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选定了计算技术、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等作为

“发展规划”的四项紧急措施，其中，计算技术包含了计算机、程序设计和计算数学。委任

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华罗庚先生兼管计算机和计算数学的发展，早有谋篇布局的华

先生找到石钟慈说：“你要转行，去搞计算数学。”他很惊讶，计算数学是什么？此时，计算

数学在中国还是零，不仅石钟慈不知道，连华先生心中也没底，他们只知道计算数学是作为

计算技术的组成部分列入了国家规划。虽然石先生当时心中并非十分情愿转行，但在华先生

强调了学科的重要性，特别了解了它对国防和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后，他接受了这个重任，

成为华先生手下最早搞计算数学的人之一，从此开始了他的计算数学人生。当时没有人真正

懂得这门学科，华先生领导着这一批年轻人一起摸索、探讨，差不多有大半年时间，这就是

中国计算数学的开始，就这个意义上讲，华先生是中国计算数学早期的主要带头人。在华先

生的鼓励与指导下，石钟慈最终留在计算数学这个领域里。同时在华先生潜移默化的熏陶中，



在数学学习和研究方法上也让他受益匪浅。王元先生是石先生的师兄，石先生入浙江大学时，

王先生读大四，两人接触很多。后来，又同在中科院数学所。石先生戏称，借用武侠小说说

法，王元先生是华派的“掌门、嫡系”。自己虽然不是华先生的“嫡系”，但“可以算华先生

的半个弟子吧”，这说法得到了王元先生的首肯。 

 

  1956 年，石先生被派往苏联学习计算数学，当然派遣留学生也是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内

容之一。当时苏联的计算数学非常好，和美国可以媲美。在苏联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学习四年

之后，石先生认为这时候才算对计算数学有了认识。正是这段经历让他有幸认识了索伯列夫、

盖尔芳德等世界著名的数学家，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他才安心地进入了计算数学这个领域，

同时也幸运地“躲”过当时国内的反右运动。不过，在苏联白天勤奋地学习和上机，晚上开

会，学习有关反右的文件，留学生们倍感紧张和疲劳。他们中有些学会了吸烟，石钟慈则学

会了喝咖啡。作为最早一批赴苏学习计算数学的人之一，1960 年他回到祖国。如果说华先

生当年做的是发现人才、激励士气的工作，显示了一个数学家的高瞻远瞩，那么冯康、石钟

慈以及当年那一批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便是为中国的计算数学开疆辟土。对于石先生他们这样

一批进入计算数学的人来说，这一全新领域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有一段冯康先生的姐姐冯瑞

写到冯康先生的话，完全适用这个群体：“这是一门全新的交叉科学，完全向能力开放，没

有任何碍事的权威，像一张白纸，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显然开拓新的

领域，既需要过硬的工作能力，又需要具有高度的识别能力。” 

 

路径： 

 

冯康先生、中国科大与教书 

 

  一个学科半个世纪的路程，不算长也不算短。今年已经 74 岁的石钟慈先生，想当年是

青春作伴风华正茂，回首往事，“只能说我是中国计算数学发展的见证者，而冯康先生才是

真正的中国计算数学的奠基者，”石先生谦虚地说。说起冯康先生，这是另一个令人感慨意

味深长的故事，我们只能撷取与石先生相关联的部分。 

 

  冯康先生是我国著名数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于 1993 年去世。1953 年

到苏联进修，他的导师是世界知名的数学家庞特里亚金。留苏回来后，到华罗庚先生负责的

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做广义函数论研究。到 1958 年，冯康先生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数学家了。

1955 年石钟慈大学毕业与冯康先生已有结识之缘，“他是非常聪明的人，并且兴趣广泛，”

石先生由衷地评价。1958 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正式成立，华罗庚先生为了计算技术的发

展，推荐三个人从数学所到计算所，其中第一个就是冯康先生。不到 6 年时间，冯康先生就

于 1964 年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基于变分原理的差分格式》，这是中国有限元方法的奠基性文

献，也是世界有限元方法的开创性文献，这是后话。在这期间的 1960 年，石先生从苏联学

习回来，就到了冯先生的手下做研究。可以想象，跟着冯先生这样眼高手亦高的大师，培养

出的是对科研的共同品味与追求。石先生与冯先生的师生情谊一直持续到最后。还有一段佳

话：今年是中国科技大学建校 50 周年，这里留下了石先生一段足迹。中国科大是中国科学

院所办的唯一一所大学，成立于 1958 年，方针是“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华先生任数学系

主任，冯先生任计算数学教研室主任，年轻的石钟慈也开始去科大兼课。1961 年，科大四

年级的学生开始了专业课程，他们在学校里上计算数学的专业课，到中科院计算所里上机。

作为国家重点发展学科，科大每年要招收计算数学专业学生。1964 年，随着学生数量和班

级增多，科大与冯康先生商量，希望石先生正式调入科大任教，负责这个新兴专业的建设。



从此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从最初的编写教材，讲课，上机和带大学生的毕业论文，到后来

的指导硕士生、博士生。 

 

  从文化大革命中随着学校由北京搬迁到合肥，一直到接替华罗庚先生任科大数学系第二

任系主任，石先生在学校里渡过了 25 个春秋。1985 年，冯先生已经 65 岁了，担任中国科

学院计算中心主任也已有 8 年时间，他要找一个接自己班的人。在众多人中，他看好石先

生，然而调回来谈何容易？1986 年 10 月，冯先生通过中科院干部局才把石先生调回到自己

身边，成为冯先生的接班人，用冯先生的话说：“是我把他调去的，所以，在我退休之前，

要把他调回来，都是为了计算数学。”回到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之后，正遇上改革开放大好

时光，各项事业欣欣向荣。他们共同努力于 1990 年成立了由计委直接拨款的“中国科学院

科学与工程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实验室还是屈指可数，石先生担任室主任，这对中

国计算数学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随后，1991 年和 1996 年连续两期获得国家“大规模科

学与工程计算的方法和理论”的攀登计划项目的资助，冯先生与石先生分别担任一期和二期

的首席科学家。这个项目立了以后，“计算数学在国内站住脚了，因为得到国家的支持和重

视，”石先生说。这固然有这个学科在国际上普遍受到重视的大背景，同时，也是冯康先生

等科学前辈孜孜以求所得到的发展机遇。后来，攀登计划项目演变成为“973 项目”，中科院

计算数学所相继获得了两期“973 项目”的支持，一大批中青年研究人员正在从事这个学科

的研究，石先生培养的很多学生在这个领域中做出了许多国际一流的工作，“就整个计算数

学而言，中国在国际上是居于前列的”。 

 

  话分两头，石先生之所以被调去科大，科大又之所以后来不愿意放行，是因为石先生讲

课很好，非常受学生欢迎，且不说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原科大校长朱清时曾在回忆文章中，

称赞石先生上的课。“我是很喜欢讲课的，受华先生影响，也受苏联那些导师的影响。”石先

生认为，“研究人员一定要上课，一定要带学生，这样使研究人员的思想更活跃。完全不上

课、没有学生的研究院所的体系是有缺陷的，不利于研究。”石先生介绍，虽说中国早期的

科研模式是学习苏联的，但是苏联科学院的科学家们都上课的。他在苏联学习时，苏联科学

院数学研究所的柯尔莫戈洛夫、庞特里亚金、彼得洛夫斯基、盖尔范德等都是院士，这些人

中几乎所有的既在苏联科学院研究所工作，同时又在莫斯科大学或其他学校任课，这给石先

生留下深刻印象。 

 

难忘： 

 

一生中最后的转折点 

 

  1981 年，已经 48 岁的石先生，决定去国外深造。无论是从年龄上说，还是从十年文革、

研究荒废的背景上说，这都需要十足的勇气。后来，石先生称此举是：一生中最后的转折。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科技工作者有了去国外进修的机会，对于石先生来说比较想往

的是去德国。由华罗庚先生、冯康先生和吴文俊先生的推荐，他申请到了德国的洪堡基金，

从师于法兰克福大学施图默教授，在那里他开展了非协调有限元的研究。施图默在德国培养

了好几个十分出色的学生，现在德国两个国际一流的应用和计算数学家弗莱泽和拉纳格都是

他的学生。石先生曾经谈起那段经历：“当时已年近 50 岁，比其他同学大 10 岁，刚去的时

候，一点把握也没有，非常紧张，因为完全是新的东西，基础不够，还要从头学习一门德语，

心理上、生理上承受着巨大压力。然而，德国人一丝不苟、诚实守信的民族品格，以及他们

在科学、哲学、法律、音乐、文化和艺术领域的先进水平给予我极大感动，正所谓置之死地



而后生。凭借青年时代在浙大、复旦和苏联留学期间打下的坚实基础，加之深受德国精神的

影响，通过大半年的拼死一搏，终于赢得了施图默的信任。”后来施图默还给冯康先生写信，

称石钟慈是非常突出的优秀科学家，应多给他机会，专门做研究，在非协调有限元这一领域，

施图默认为石先生是他最主要的继承者。在德国的这两年多时间成为石先生科研工作重要的

历程，“后来计算数学的工作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没有这次出去，我的科研工作就会停留在

80 年代初那个时期的水平”。如果说青年时期的石先生还是凭借着天赋和兴趣从事数学研究，

那么，他最后的这一次转折就是生动的奋斗的版本。 


